
 

联系管理员 | 收藏本站 |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首页   期刊介绍   创刊寄语   编委成员   往期下载   论 坛   网络资源   12th ICHSC  [高级] 

 科学文化 

 科学文化 

 科学技术史 

 科学哲学 

 科技与社会 

 科技中国 

 科技政策 

 科学人物 

 专题 

 读书评论 

现在位置：首页> 科学文化 

【小 中 大 】  【 打印 】【关闭窗口 】 【PDF版查看】 

转载需注明出处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7年第6期 

 

战争烽火中的中国科学社 

何   静 

（浙江大学科技与文化研究所，浙江杭州 310028） 

摘  要：对中国科学社的研究，近些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但是在有些方面仍存在着空白。如对抗战

开始后的中国科学社，学术界一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本文正是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的成立为时间段，考察了

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科学社所做的艰苦卓越的斗争，并分析了其最终战胜艰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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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社是中国近代史上成立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综合性科学团体。它历经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聚集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特别是科学工作者，促成和亲历了近代中国科学的发

生与发展，在近代中国科学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中国科学社的持久发展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因而有

必要予以深入研究。 

    对中国科学社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到目前已经取得了不少重大的科研成果。这其中对中国科学社

社员的相关研究较多，对中国科学社这一科学团体的研究在国内相对较少，已发表的论文不过10余篇。[1]林文
照、樊洪业、张剑等专家做了重要研究，对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宣传与实践、组织机构、领导层、年会等方面予

以分析考察，颇具启发性。冒荣的《科学的播火者——中国科学社述评》，是目前国内中国科学社研究的第一

部专著，以述评结合的方式全面、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科学社的发展历史。许多学者在文章中，多将中国科学社

的活动下限定在抗战之前，认为战后的中国科学社活动大受影响，几乎等于无。这就不能全面反映中国科学社

的全貌，从而给以客观公正的评价。事实上，抗日战争烽火中的中国科学社并没有完全停止活动，而是在艰难

困苦中挣扎求存，尤其是他们在西部地区的科学活动更值得探究。 

 

一、《科学》的难产 

 

    20世纪30年代，中国科学社的各项事业已经蓬勃开展，科学社已成为中国各科学学会组织的领头羊。1935

年《科学》19卷1期《<科学>今后之动向》—文说到：“十余年来虽以政局之梼杌，国家经济之穷困，国民思想

之紊乱，教育方针之靡定，而科学事业之建设，赖有苦心孤诣，筚路褴缕之少数领袖提倡于上，志虑纯洁、躬

行实践之有为青年努力于下，遂有此稳健之进步。”1937年，正当中国科学社致力于“联络同志，研究学术、

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的时候，却遭遇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中国科学社辛苦经营并取得成效的各项事业也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国土横被欺凌，主权备受蹂躏，人

民伤亡以百万计，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更就科学而论，战前科学事业……大学、研究所、图书馆以及其他

文化机关，十之七八被毁于敌人之飞机大炮，其幸而孑遗者则又迁流，损失綦重。”[2]上海、南京沦陷以后，
中国科学社当时在上海的社所和图书馆，因为在法租界之内而暂时幸免于难，但是在南京的生物研究所却遭到

了一场浩劫，1938年1月和11月，三幢研究楼相继被烧毁，还没来得及转移的标本资料，被日军抢劫一空……由

于人员的迁移和东部许多城市的沦陷，中国科学社在各地的正常活动也完全被打断，到1939年1月，南京、北

平、杭州、青岛、苏州、开封、沈阳等社友会的活动，都已被迫停止。[3]与此同时，《科学》月刊的刊发也陷
入了困境。 

    首先是稿源困难。《科学》总编刘咸在《一年挣扎》中就说道到：“年初积稿用罄，困难倍增，大有被迫

停刊之势”；他在《1939年科学之展望》一文中又提到，“当战事发生之初，科学机关，或被轰毁，或经内



迁，交通阻滞，人事繁乱，生活不安，遑论著作，以致年余以来，投稿稀少，捉襟见肘，维持不易。”[4]由于
稿源减少，《科学》月刊一度不得不改为双月刊。在1938年出版的《科学》第22卷1期上还刊登了“编辑部的启

事”：“现因战事关系各处交通不便，本杂志暂定每两月出版。”其次是印刷成本的上涨。由于“纸墨腾贵，

交通阻滞”，所以《科学》编辑部将《科学》定价从原来的3角每本提高到4角每本。而这显然难以挽救杂志社

亏损的状况，所以后来为了减少亏损，又酌量减少文章篇幅。当时，《科学》曾为此刊登了一则启事：“兹因

纸墨一再腾贵，排工加价，本志迫不得已，自24卷7期起，以后每期暂定为64页。藉节印费，以维久远。”再

次，读者也很有限。“本来发行学术杂志是一种艰难的事业，而在我国尤难，因为读者较少的缘故。” [5]《科
学》的内容使其读者对象难以确定，一般读者只能看懂“通论”，而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每期可参考的文献

又太少。再加上，科学社年会论文很多都是英文原版。所以，《科学》的销路，一直很成问题，一般每期难超

三千份。 

    当时“科学刊物则大都因人力财力支绌，被迫停刊”，但是在科学社人看来，科学刊物被迫停刊，“以致

莘莘学子，平日所为知识资粮者，一旦中断，其为打击，与所受影响，更非物质损失所可比拟”。[6]正因为有
了这样的动力与责任，即便在面临抗战非常时期的各种困难的时候，中国科学社成员们仍殚精竭虑，四处奔

走，想方设法维持《科学》的发刊。所以《科学》才得以月刊“勉力支持，得不中断，继续为科学界服务略尽

非常时期之义务”。由于稿源缺乏，他们主动联系，多方征求，除了在国内积极征稿以外，还发函向海外的社

友征求稿件。直到后来，“兹者局势渐趋稳定，大学及研究机构相继复业”，才陆续有一些稿件从重庆、成

都、昆明、西安等科学社社员的西迁之地寄来。为了解决经费短缺的问题，一方面适当地提高定价、改进排版

方法和减小篇幅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竭力筹措资金。除了有蔡元培、竺可桢、严济慈等许多社员的倾囊相

助，还设法向中英庚款董事会申请了1000元的印刷补助费，以渡难关。另外，《科学》的出版也得到了一些社

会人士特别是热心的读者们的关心，刘咸曾提到：“以本志服务科学历有年所，极为各方所关怀，通电询问者

时有其事。”于是《科学》月刊在极度的物质贫乏中坚持了下来，印刷用纸是一种颜色发黄、质地极其粗糙的

纸张。由于环境的恶劣，印刷出版也屡遭挫折。1944年《科学》的第1期过了6个月才得以出刊，为此，《科

学》上还特地做了说明：“本刊以内迁以来，向承中国文化报务社代为出版，本年5月间，已交出4期文稿，不

意7月初旬该社印厂失慎，致已排诸期无法印刷；尤幸原稿未毁，乃取回重编。为期现任，本卷特改为季刊。是

非得已，尚祈鉴原为荷。”[7]从1942年－1946年，发行出版2卷，共24期。1939年一旦办刊困难有所缓解，《科
学》又恢复为按月出版：“本志本以往服务之精神，决自本期起，回复前规，仍是月出一期，以期报道新颖，

出版迅速。”[8] 

    除了《科学》月刊以外，1939年，中国科学社还将其创办的《科学画报》改为月刊，这在当时是国内最有

影响的科学普及读物，对普及科学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还出版了论文专刊，即中国科学社年会论文汇集

本，其中汇集了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凝聚了他们的辛勤耕耘的结晶。科学社的活动在此时又有了起色。但

是好景不长，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上海租界不久即被日军占领。一个月后，

日本宪兵便闯入科学社社所进行搜查，将科学社图书馆历年所藏各种中文杂志全部抢去。日寇还图谋劫取馆内

珍贵书刊如《贝壳学杂志》等，由于杨孝述、刘咸等人的拼死保护，才使日军的企图未能得逞。在这种严峻的

形势下，中国科学社总部和《科学》杂志编辑部被迫于1942年3月迁往重庆。 

    任鸿隽曾说，《科学》的发行“不过是一班书呆子想就个人能力所及对于国家社会奉呈一点贡献，他们做

文章，做事务，不但不希望物质报酬，有时还得自己补贴一点费用。” [9]但我们今天回顾当年的困苦，不得不
由衷地敬佩这班“书呆子”。诚然，在生命受危的非常时期，《科学》杂志在内容与形式上质量都略有降低，

其影响也大不如以前，但是在当时的困境中，这几期杂志凝聚的是中国科学社人的血与泪，每一期都如“难产

婴儿”般来之不易，也正是因为有了这几期为数不多的科学期刊，才能在“国事蜩螳，民生凋敝”之时，仍使

中国文化的命脉不绝于缕。至少，正是他们才使得《科学》杂志的生命得以延续，科学文化的思想和精神在炮

火中得以传承。社员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更赋予了科学社壮丽的人格色彩。 

 

二、科研学术的苦撑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科学社的骨干成员纷纷迁移到西部的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地，很快在西

部重整旗鼓，恢复了科学社的一些活动，其中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活动成为这一时期工作的亮点。 

    科学社的生物研究所大部分人员都迁往重庆北碚，当时设备简陋、经费困窘，“除助理员略受津贴以资膏

火外，各研究员皆以大学授课余之时间，从事研究而提倡之，皆不计薪。” [10]同时还要经常遭受空袭的威
胁，但是他们却始终没有放弃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其主要研究工作，一是动植物调查

和动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如：进行康定至泰宁、火炬山、丹巴一带的植物调查；汇集整理扬子江和中国海洋之

动物志，浙江、南京、四川之植物志；等等。二是实用与经济动植物的研究，如：编撰《中国森林图志》、

《中国药用植物图志》、《中国野生食用植物图志》；森林考察，森林昆虫的习性和防治研究；食用鱼类、作

物蔬菜害虫、人体及家畜寄生原生动物的调查研究；等等。三是生物学及生物化学的研究，如中国食物的热量

及其营养价值的分析研究等。[11]在西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更多的却是在困窘和拮
据中的苦撑。这不仅反映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必然命运，更是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上不畏艰辛、不辍努

力耕耘的真实写照。 

    科学社的年会活动从1936年在北平召开联合年会后，由于战争带来的交通阻隔以及物资困窘、经费缺乏等

原因，很难再组织全国性的联合年会，因此，中国科学社和其他科学团体的联合年会只能按地区组织。如1944

年的年会就分四地召开。11月4日至6日，中国科学社、新中国数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动

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遗传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牙医学会、中国药学会等12个科学团体在成都举

行了联合年会暨中国科学社30周年成立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社员300余人，举行了社务会，共宣读论文

167篇，并讨论了“科学与四川的建设”、“科学与社会”、“科学教育”等问题。[12]当时，中国科学社人数

也有了新的增长。在1937年至1942年之间，科学社社员仅增加了42人；[13]但1942年以后，由于科学社的力量聚



集到了一起，其影响不断扩大，科学社的人数也迅速增加，1939年科学社社员为1714人，到了1944年，增至

2354人。 

    除了在成都举行纪念大会外，昆明、贵州湄潭及重庆北碚三地的中国科学社社员也分别于10月14日至15

日、10月25日至26日、12月25 日，联合有关科学团体举行了纪念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的活动和联合年会。
[14]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仍坚持召开年会,这种与其他科学团体之间的合作，促进了学术交流，增强了学术界的
团结，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在危难之中鼓舞了科研工作者团结一致抵抗日军，继续为科学事业而战的决心和勇

气，更重要的是它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科学活动的体制化与学术交流的制度化。 

 

三、新的历史考验 

 

    1945年9月2日，侵华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8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科学社也从

这段艰难的岁月中挣扎着摸爬滚打了过来，1945年10月，科学社总部和《科学》月刊编辑部迁回上海。10月30

日下午，科学社在上海所举行了复员东归后的第一次理事会，讨论抗战胜利后怎样恢复各项事业；出席者有任

鸿隽、竺可桢、秉志、顾毓琇、杨孝述等。当时南京的生物研究所所址因于1938年全部被日本侵略军焚毁，只

存“一片荒场”，生物研究所又“急待东归而无复员之地”。因此理事会决议“本社南京社所被毁，应向当局

报告损失，请求索赔”；同时还决定为了争取恢复发展，进行经费募集和向海外征集图书的活动：“总社及生

物研究所经费暂定为每月40万元为目标，进行筹募”，“明复图书馆书籍亟待充实，先向教育部文化资料委员

会申请图书缩影软片，所缺国外旧杂志及新图书，设法向国外征求赠送”。[15]当时的科学社社员中，很多人对
抗战胜利后的形势，都抱着极大的期望，相信战后一定是和平、民主、建设、工业化的环境，但国民政府发动

的内战却很快使他们的期望成为泡影，亿万人民群众被内战推进了苦难的深渊，许多伸张正义的人包括不少正

直的科学工作者都遭到各种迫害，这终于使得中国科学社改变了一直奉守的试图超越政治的“纯科学”立场，

加入了反迫害、争民主的斗争行列。 

    在抗战胜利后，科学社的处境反而在不少方面处于更加困窘的地步。经过国民政府的几次币制改革，国内

通货膨胀严重，“科学社所有债票皆成废纸，少数银行存款及科学公司股本，亦属毫无价值”。[16]据张孟闻在
《中国科学社略史》中的回忆，抗战后国民党行政院也曾于1947年拨助科学社复兴修建费3亿元，购置图书仪器

美金2万元；中纺公司也资助科学社1亿元。但这笔钱实际上远不能补偿科学社在抗战时期所蒙受的巨大损失。

当时大学教授的月工资70万元，但只相当于战前法币的35元，按这样的比例，4亿元只抵战前币值的2万元。而

科学社几经周折才领取到的购置图书的美金，到手时已经贬值到只抵原来的四分之一。当时大部分在科研机构

和大学工作的科学社社员，也在经受着饥饿和贫困的煎熬，甚至不少社员因参加了爱国民主运动而遭到国民当

局的直接迫害。但是这些并没有吓倒科学社社员们，因为经过了八年的抗战，社员们被枪林弹雨铸造得更加顽

强，科学社也在战争中得到血与火的洗礼，以更坚韧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科学》月刊在创立之时曾强调“本杂志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遂佳不录，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

以科学，不及其他”；[17]他们也力图不涉及到任何政治纷争中去，以利争取各方面对他们努力推进科学事业的
支持和避免因政治原因而受到伤害。但是，事已至此，《科学》月刊的重心也发生了转变。“抗战以后，激于

世变时会，转向到科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来了”。[18]《科学》月刊曾发表许多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发动的内战给
科学工作者的“实是太惨”的遭遇，呼吁科学工作者增强社会意识，争取政治的自由，如1948年《科学》上所

发表的陈立的《科学与民主——为卅七年五四作》指出：“……没有政治的自由，就没有研究的自由。没有研

究的自己的自由，科学迟早会窒息的。政治失去了民主，科学便失去了灵魂……” 

    除了在《科学》月刊上进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呼吁和呐喊外，科学社在白色恐怖下以科学名义为

掩护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民主论坛。在徐常太所写的《忆卢于道同志》一文中提到，科学社总干事卢于道1944年

在重庆时，曾积极参加了许德珩等发起的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活动，后又参与发起九三学社；1946年夏回上海后

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市大专院校教师联合会的活动。在他的掩护下，当时的中国科学社社所，也成为

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一个据点。即便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科学社的社员们也没有放弃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如与

工商界联合召开座谈会呼吁开展护厂运动，为陈维稷、苏延宾两教授无端被捕而提出抗议等等。正如《科学》

编辑部在31卷最后一期的“编后记”中写到：“这就是说，我们在反动军警的枪刀威胁下，继续努力，不曾躲

闪过。”[19] 几个月后，科学社在《中国科学社35周年纪念启事》中简述了这段反迫害、争民主的抗争经历：
“科学社向来主张科学应为争取和平增进人类福利而努力，即如最近保卫和平运动而言，历次大会宣言，以及

对科工(科学工作者)逼害的抗议书，只有在《科学》里找得到相当齐全的文献与消息，而一切为正义号召的公

开集会，在解放以前，也只有科学社的厅堂是惟一可以聚集的殿堂与壁垒。”可喜的是，中国科学社人并没有

被严酷的形势所压跨，反而与其他科学团体加强联合，在共同进行反内战、反迫害和争民主的斗争中，社员人

数也迅速增长，到1949年科学社社员已有3776人。 

    从1937年到1949年，中国科学社走过了一段在烽火中的奋斗和抗争，有过辉煌和成功，却更多地是充满了

辛酸和磨难的经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他们在艰难困苦中为

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也才更显可贵。中国科学社从最初的孤军奋战，到以后和其他科学团

体的大联合，从起始时的“断以其他，不及其他”到以后加入人民大众的民主革命斗争行列，这种转变正是它

始终追随着时代的进步，“为正义为学术的自立而努力”的自然发展。[20]尽管由于抗战的爆发，使得中国科学
社的许多计划和远景图未能付诸实施，所做的工作也不及抗战前那么引人瞩目，但是也正是他们在科学救国思

想下的筚路蓝缕、披荆草创和惨淡经营、苦力支撑的奋斗和努力，才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并

在那种凄风苦雨和烽火狼烟中维系了中国孱弱的科学事业的生存。可以说，作为一个民间团体，它为中国的科

学事业做出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 

 



四、初探和浅议 

 

    可以说，中国科学社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作用，是其他民间科学团体无法比拟的。这是有其必然性的，

对此，我们可以从中国科学社内在因素进行考察。 

    首先，拥有相对雄厚的资财。中国科学社“开始组织时，就以英国的皇家学会为楷模，即：除了介绍科学

之外，它着重实行科学研究，并为民众公共事业服务。”[19]经费一开始就靠入股（入社费），1918年发起的五
万元基金募集活动，两届教育总长蔡元培、范源濂（都是社员）亲自撰写募集启事，“众擎并举，沿门托

钵”。1923年起，江苏省政府月拨两千元，1927年南京政府拨给公债票四十万元，到1937年以后成为废纸，但

在一段时期内总算是维持了各种机构的运转并扩大了事业。它还自组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股本达二十万

元，虽不以盈利为目的，却对科学社的出版和仪器事业起了支柱作用，一直坚持到解放后。很显然，像中国化

学会一类学术团体，不可能具备这样的经济和物质实力，因而一遇上战争，就更难维持下去。 

    其次，具备较严密的人事组织体系。中国科学社的组织比较严密，“吸收普通社员极为慎重”，“凡研究

科学或从事科学事业，赞同本社宗旨，得社员二人之介绍，经理事会之选决者，为本社普通社员”。[21]可见，
想要成为科学社之社员须经较一般民间科学团体更为复杂的程序，体现其人事组织体系的严密。到1949年，中

国科学社共有社员3776人。而据任鸿隽1945年统计，全国科学教授亦不过五千人，加上其他部门，我国科学家

总数也不满一万人，而中国科学社社员居其中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同时它一开始就采取

了分学科组的方式，使社员在这样的综合科学团体中即便身处战乱和社会动荡之环境，也易于联络同行，互通

研究。 

    再次，凝聚着坚忍不拔的科学精神。中国科学社集中了科学家们的优秀品质，特别是孜孜不倦、锲而不舍

的科学意志和科学精神。科学社社员在抗战时期所做的是那个时代的科学工作者通过艰苦奋斗才能够做到的，

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也正是科学工作者难能可贵的品质。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任鸿隽努力配合蔡元培领导

中央研究院及所属各所开展工作。他因陋就简，在化学研究所内筹建了实验室，使科研工作得以正常进行。即

使是在到乡村躲避日军对昆明进行空袭的时候，还潜心翻译《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宗教的关系》一书。还有那些

在西部坚持进行科学研究的社员，正是他们作为群体的科学社社员们所共同表现出来的崇高品质支撑着他们排

除万难。 

    最后，形成了形象丰满的社团人格。环境对于人格的塑造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中国科学社从草创时始，就

身处不断经历着历史剧变的中国社会之中，时代的变迁在它身上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特别是在八年抗战的洗

礼中，其社员不畏艰险，辛勤经营而不辍，更使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的精神在它身上得到充分体现，感染和激

励着周围的人，形成了形象丰满的社团人格，也使它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仍然发挥了同时代的其他民间科学团

体所无法比拟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在困苦的环境中，中国科学社的历史局限性也进一步表现了出来。作为一个学术社团，充分

的开放性与民主化是其正常发展与成长的先决条件。在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像中国科学社这类完全学习模仿

西方而建构起来的学术性社团，在民主化方面理应走在时代前列，为中国其他方面的民主化起示范作用。但

是，它所表现的恰是一种过渡性质，现代与传统、民主与把持、开放与封闭交织在一起。 

    由于某些原因，中国科学社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影响及社会影响鲜为人知。笔者期以本文对此有所补救，但

这毕竟是非常表面和浮浅的。可以预期的是，关于这方面的深层研究将会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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